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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乡村社会中由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乡县胥吏和乡豪构成

了乡族势力。由于根植于乡村，所以他们关注乡村社会的全部生活；又由于乡族势力是政府基层行政与

地方宗族的混合体。国家通过这些乡村领袖完成了国家基层行政组织与乡村宗族组织共同控制乡村社会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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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如何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一直是学术界重要的论题。关于唐代乡村的管理控制体

制，我国学术界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国灿、王永曾通过敦煌文书研究了敦煌地区的乡里制度；张国

刚从乡、里正、村正人手，讨论了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林文勋、谷更有认为，随着各种经济关

系和社会关系迅速分化重组，唐代乡村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富民”阶层，成为乡村经济关系的核心，关

乎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谷更有从唐宋时期村落的日渐普遍及其由此所导致的城乡分治，探讨了唐宋乡

村控制的变迁。① 

在唐代，具有行政权力的乡村行政组织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其行政权的基点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

稳定以保证国家获得赋税和徭役。这种权力凌驾于乡村社会之上，并不关注乡村社会生活的其他内容，

与乡村部民的自身利益并非完全吻合。众多的乡村民间事务只能依赖乡村自治组织来完成。宗族所具有

的乡村白组织功能使游离于国家行政组织功能之外的社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因此，乡村控制之



所以能够得以实现，是乡里行政组织与宗族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与作为乡村领袖的乡族势

力是分不开的。本文将从解析唐代村落的社会结构人手，探寻唐代乡村社会控制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一一一、、、、唐代村落与乡族势力唐代村落与乡族势力唐代村落与乡族势力唐代村落与乡族势力 

  

村落是唐代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单位。一般的村落建有围墙、村门和村路，较大的村落中还设有学

校。唐代村落家族构成呈现出以村落为单位的家族聚居特点。 

唐代许多村落是因姓氏得名，有单姓村和双姓村两种形式。以洛阳河南县平乐乡为例，在唐代墓志

中出现的村落共有十一个。即杜郭村、王晏村、河东村、杜翟村、王村、郝村、李村、陶村、马村、杨

宝村、张杨村。川除河东村外，有十个村落是以姓氏命名。这种现象表明绝大多数的村落存在着聚族而

居的现象。以单一姓氏命名的村落，一般是由同一姓氏的居民组成，属于同一家族，有着或亲或疏的血

缘关系。Et 本人唐求法的僧人圆仁在他的旅行途中多次进入这样的村落。如他曾在莱州掖县“到潘村潘

家断中”、①“德州平原县界赵馆村赵家宿”、②“冀州南宫县界赵固村赵家宿”。③在某些单姓村中，

也有其他姓氏的存在。圆仁曾在莱州掖县到“乔村王家喫茶”；④“到夏津县界孟家庄孙家宿”。⑤在

以乔姓为主的乔村和以孟姓为主的孟家庄中，就存在着王姓和孙姓。按人类学的划分，这类的村落应当

属于主姓村。也就是以一个姓氏为主，杂有其他姓氏。以联合姓氏命名的村落，多以几个大姓家族为主

组成。如白居易所描述的朱陈村就是一个“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⑥的双姓村。即便不是以联合姓

氏命名，也存在多个姓氏并存的村落。如“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通关乡，……其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

家，山上石保村多姓吕氏麻氏。”⑦ 

家族聚居的村落最初往往是自然形成的。村落的创建人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迁居到一个新的地方后。

由于人口的不断繁殖，村落规模会逐渐增大。中国古代采取兄弟均分的继承原则。兄弟分家析产会将每

一处园宅和田产都均分。分家后新的家庭通常依然相邻而居，邻畔而耕。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同姓聚居的村落。据《崖州志》记载：李德裕被贬崖州后，始居于毕兰村。其后，德裕病故归葬。其弟

德禧仍然寓居崖州。“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百余家。”⑧抱

劝村为我们说明了同姓聚居村落的形成。 

当然，唐代也还存在不少杂姓聚居的村落。李翱在其所著《解惑》一文中记载了粤东循州罗浮山浮

山观附近村落的形成： 

 “王野人。名体静。盖同州人。始游浮山观，原未有居室。……，乃构草堂，植茶成园，犁田三十

亩以供食。……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观原茶园。观原积无人居，因野人

遂成三百家。”①仅仅二十多年就扩容至三百多家。估计是个杂姓聚居的村落。 

唐代村落居民的社会身份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般说来，如果对有数十户人家的唐代村落进行

社会身份的划分，大致会有以下几种阶层： 

 

一是地主。张泽咸先生将唐代的地主阶级划分为十四类：皇帝与皇族、外戚、勋贵、旧门阀士族、衣

冠户、品官、使职差遣、宦官、寺观地主、寄庄寄住户、客户地主、乡村上户、形势户与诸色职掌及工商

地主。前九类属于贵族官僚地主，后五类属于庶民地主。［2］贵族官僚地主在社会上所占比重很小，他们

也极少住在村落之中。村落中主要是各种庶民地主。占村落人口极少数的各类地主掌握着乡村大部分的土

地山林。如王方翼的凤泉别业，辟田数十顷。②卫庆曾于村南古项城下耕垦土地二十顷。③不管占田多少，

地主一般自己不参与农业劳动，而是租佃制为主，辅之以佣耕、奴僮耕作等经营方式。他们是村落中的剥

削阶层。 

二是农民。这是村落居民的主体。唐代农民还可以分为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唐代自耕农一般被称为

编户、百姓。白耕农拥有的土地大小不一。袁高认为“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④黄滔则说“若有

水田过十亩，早应归去狄江村”⑤，唐代自耕农的生活极为艰辛。“草莱度日，旦暮之间，全无米粒”⑥

时有发生。佃户、佃民、佃客、佃家、庄客等是村落中身份相同的各种依附农民。一般以租赁私人地主的

土地为生。“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五日休息”⑦，就是这些人的真实



写照。雇农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中佣力以糊口者。乡村中有许多出卖劳动力的雇工，而以农业上的佣工为多。

如坊州宜君县有王老者，居于村墅，“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⑧

九陇人张守珪有仙君山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⑨ 

三是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唐代村落经济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许多的农民也兼营小手

工业和小商业。如宝历年间，有“荆州庐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袱南草市。”⑩又如建安有村人，

“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11 村落中也有少数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这

类入主要都是由自耕农分化出来的。主要为农业和农民服务。圆仁曾在“长山县界古县村郭家宿，主人锻

工”。12 郭姓锻工，可能就是以为村中农民锻打农具及其它器物为生。 

四是奴婢。这是唐代村落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作为奴隶制的残余，唐代还有不少的奴婢。唐初时以奴

婢赐予贵族功臣是常见的现象。占有大量奴婢的士族和庶族地主为数不少。私家奴婢主要用于家内役使，

也有应用于农业生产者，如王鉴的田庄中有奴婢七人；13 王绩有田十六顷，“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

酒，养凫雁，莳药草白供。”14 

上述对村落居民阶层的分析只是一种大体的划分，还应视各个村落的具体情况而定。而且，村民社会

身份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其在乡村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唐代的乡里村落中还存在着一种身份特殊的群体。他

们属于乡族势力，对乡村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意义说，他们就是乡村社会酌领袖。乡村社会控

制就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 

乡族势力的构成较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二是具有仕宦背景的

退职官吏，三是乡县胥吏，四是乡豪。 

第一，士人。士人的概念在唐代有较大的变化。《唐六典》卷 3 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规定：“凡习学文

武者为士”。唐前期的法令中，士的范围较为广泛。其后则越来越多的专指读书人。开元中“士有不由文

学而进，谈者所耻”。①从读书应举的角度看，士人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进士、明经及第人仕者。

他们大都居于城市之中，基本上脱离了乡村社会。第二层是乡贡进士、乡贡明经一类的贡举人。那些无法



及第的贡举人，除一部分去从藩府，大多数回归本乡本土。［3］（P296）第三层是还没有取得贡举资格的

读书人。他们基本上届于乡村社会。乡里社会中第二三类的读书人还是很多的。 

第二，退职官员。唐代官员有退休制度。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告老还乡。而且，有相当一批官员，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退出官员的行列，归隐乡村。如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中，任蓝田县尉。“尉

后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立性毒恶，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无问大小，即录告官。”②王绩“隋大

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③李华“苦风痹，去官，客隐山阳，

勒子弟力农，安于穷槁。”④ 

第三，乡县胥吏。虽然学术界对唐代哪些人是胥吏有不同的看法，但以流为标准，流外官基本上就是

胥吏集团。《通典》卷 40 所规定的外职掌包括“州县仓督、录事、佐史、府史、典狱、门事、执刀、白直、

市令、市丞、助教、津吏、里正及岳庙斋郎并折冲府旅帅、队正、队副等。”这些人是乡县胥吏的重要组

成。他们几乎全部来源于乡村。 

这里还须搞清耆老的问题。据《通典》卷 33 职官典记载：“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

亦曰父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专门的老人名籍。［4］（P382－384）在敦煌所出的天宝差科薄中，州

县录事、州县佐史、学生、医学博士等名目都曾出现，而未见耆老父老的名目。这说明他们不属于胥吏集

团。可见，他们在唐代乡里行政的运作中没有具体的职掌，也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耆老、父老的称谓

更多属于一种荣誉称号，给予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老成持重，在乡村中颇有令誉的老年人。唐玄宗开元

二十九年曾令“每乡置望乡”，点选的标准就是“耆年宿望，谙识事宜，卓然有景行者。”⑤也正因如此，

乡村的许多事物还需要耆老们的参与。 

第四，乡豪。这是一群特殊的乡村人物。有些人以侠义著称。如窦建德，“尝有乡人丧亲，家贫无以

葬。时建德耕于田中，闻而叹息，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由是大为乡党所称。”⑥王虔休，“少涉猎书籍，

乡里间以信义畏慕之，尤好武艺。”⑦有的则属于乡村无赖，被称为“乡曲之不令者”。⑧如邢州南和宗



玄成“性粗猛，禀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①陈子昂分析这种人，“有亡命不事产业者，有游侠

聚盗者，有奸豪强宗者，有交通州县造罪过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② 

上述四类人，第一二类具有文化和仕宦的背景，类似于明清时期的乡村士绅。明清“绅士的地位是通

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取得的。”［5］（P1）而唐代的情况稍有不同。唐代初期乡村社会中具

有文化和仕宦背景的群体依然以士族为主体。唐代中后期，全社会向科举靠拢。这一群体逐渐由以科举为

背景的乡村知识分子构成。虽然他们还没有像明清士绅那样形成一种稳固的阶层，但在乡村社会中发挥重

要作用。 

无论哪一类型，乡族势力都具有浓厚的宗族背景。唐德宗时有人说：“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

依。” ③苏州吴县的邑胥张励，“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 ④梓州射洪县（今四川射

洪北）陈子昂家是南朝齐、梁以来世居新城郡射洪县的土著。他的六世祖陈太平“兄弟三人，为郡豪杰”。

叔祖陈嗣辟良田，务农政，“居十余年，家累千金”。他虽然“非公事未尝至于州县”，但却是“九族以

亲之，乡党以欢之”的人物。在 85 岁去世时，“乡里会葬者千余人。”⑤他就属于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乡

豪。 

  

二二二二、、、、乡族势力的社会功能乡族势力的社会功能乡族势力的社会功能乡族势力的社会功能 

  

乡族势力根植于乡村，其本身经常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以体现自身的领袖地位；由于他们在乡村中享

有较高的威望与势力，国家在某些乡村大事上还是要由他们参与才能较好的完成。这些事件包括经济、民

事各方面。 

（一）处理乡村经济事务 

国家基层行政组织是以赋税为中心建立和运转的。处理与赋税相关的人口管理、土地管理是其基本的

职能。由于乡族势力在乡村中的领导地位，国家也会利用他们协助处理相关事务。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招



徕流亡人口的工作。汉州雒县令张知古发布指令：“部内有逃越他境，能相率归者，免一岁租及征徭。……

其长正耆老，可明喻此诚。”由于长正耆老的参与，“夫负妻戴子，荷蓑提笠，首尾郊郭者，凡七千余家”

流泪取得了显著效果。 

又如评定户等。开元廿一年（733）“西州蒲昌县九等户籍”载：“蒲昌县当县定户右奉处分：今年定

户，进降须平，乡父老等通状过者。但蒲昌小县，百姓不多，明府对乡城父老等，定户并无屈滞，人无怨

词，皆得均平。谨录状上。”⑦户等的评定关系赋税的多少，难免会剖断不平。这时耆寿们的参与必不可

缺，以此造成平和、公正的局面。 

再如土地管理。《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记载了这样一件文书：“右主簿高祯今见唯种职田四亩，

自余更五种处，如后不依今状，连署之人请依法受罪，今以状上。……天授二年二月日老人王嘿子牒老人

刘隆隆”。从这件文书看，老人具有监察职田佃种情况的权力。对因百姓逃亡后出现的荒田，他们也有责

任予以清查。宣宗大中二年制即云：“所在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便被邻人与所由等计

会。虽云代纳税钱，悉伐毁折。及愿归复，多已荡尽，因致荒废，遂成闲田。从今以后，勒乡村老人与所

由并邻近等同检勘分明，分析作状，送县人案。”① 

在乡村经济活动中，国家乡里组织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一般的乡村势力都会服从于国家的管理。为维

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也会协助国家处理乡村经济事务。不过，二者有时会产生矛盾。《河西巡抚使判

集》记载了两件文件：“地子勾征，俱非杂税。妄求蠲免，在法无文。……牒到，请使君审与耆寿商量，

稳便处置，合放任放，须征任征”；“沙州地税，耆寿诉称不济，军州请加四升。艰难之时，仓廪虚竭，

耆寿计料，雅合权宜。亩别税四升，计亦不损百姓。兼之官吏，各据田苗，立限征收，并须戮力。”②赋

税的征收关系到乡族势力的切身利益。这两件文书就反映了沙州以耆寿为代表的乡族势力与军州在地税加

征上的分歧。 

（二）协助司法、调解民事纠纷 



在严格的意义上，乡族势力是不掌握司法权的。但他们在乡村纠纷中往往以仲裁人的身份出现，调解

各种乡村民间纠纷。这是乡里组织所无法完成的。有关的事例很多。如阳城，“字亢宗，北平人也。……

既而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闾里相讼者，不诣官府，诣城请决。”③元让，“雍州武功

人也。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膳，承侍致养，不出闾里者数十余年。……乡人有所争

讼，不诣州县，皆就让决焉。” ④陈元敬“年弱冠，早为州闾所服”，“邦人驯致，如众鸟之从凤也。

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⑤骆峻于灞陵东坡下垦田三百亩。“里百家斗诉凶吉，一来决

之。凡三十六年，无一日不自得也。”⑥ 

（三）发展乡村教育，宣扬道德风化 

唐代乡村教育事业较为发达。各乡各里、较大的村落皆设学校。武德七年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

⑦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⑧不过，

唐代未见有乡里组织设立学校的实例。在乡村的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的是类似乡绅之类的士人。

唐太宗说得明白：“父老宜约勤乡党，教导后生，亲疏子弟，务在忠孝，以使风俗敦异于地方。”⑨许多

乡村文化名人创立私学。如王恭，“滑州白马人也。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间教授，弟子自远方

至数百人。”⑩王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11 诗人杜荀鹤之

父长林乡正杜筠也曾设立学堂教授乡里子弟。 

在宣扬道德风化、乡村义事时，以父老为代表的乡族势力也会经常出头露面。《太平广记》卷 167 曾

记载廖有方事迹。胡绾贡举不成客死他乡。廖有方与其素未谋面，但为了埋葬他不惜卖掉自己的马匹。后

遇胡绾亲戚，欲重金相酬。两人争执不下，将价值数百千的缯锦弃于林野。这件事被“乡老以义事申州。

州将以表奏朝廷。”廖有方因此事名闻天下，一举及第。这件事中，乡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四）参与地方政治活动 

在乡村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耆寿、乡望还会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一是要参加某些重大仪式。皇帝举行

籍田大礼时，会有“耆艾二十人，陪于庶人耕位南”。①在地方上，“凡四方之水旱蝗，天子遣使者持节



至其州，位于庭，使者南面，持节在其东南，长官北面，僚佐、正长、老人在其后。”②二是参与对地方

官政绩的评价。唐文宗太和七年曾规定：“自今以后，刺史得替代，待去郡一个月后，委知州上佐及录事

参军，各下诸县取耆老百姓等状，如有兴利除害，惠及生民，廉洁奉公，肃清风教者，各具事实，申本道

观察使检勘得实，具以事务录奏，不得少为文饰。”③这是国家利用乡族势力舆论力量维护吏治的范例。

对那些造福一方的地方官，这种来自乡族势力的舆论无疑是对自己成绩的肯定。当然也会为这些官员带来

切实的利益。如临邛县令封某因太夫人去世而去职。“乡望老人前某官等五百余人。……遂走之州府，诉

之上官。冀夺其哀，催礼终秩。不谋而同者日有百数。”④唐宣宗“见近县父老于村寺设斋，为（醴泉县

令李）君奭祈福，恐秩满受代”，亲点其为怀州刺史。⑤ 

（五）兴办公共事业 

张西岳《铜山湖记》记载了铜山湖的由来。元和二年，为抵御山村干旱，叶再荣与下邳余鼎乡尹黄芝、

童云等数人于铜山之北，谷岭之阳，利用泉水，费时半月，筑堤成湖。“植户四十，溉田三顷。”⑥铜山

湖的修建解决了四十户人家浇灌三顷土地的要求，实为乡村的一件盛事。这件工程中，叶再荣和下邳余鼎

乡尹黄芝、童云等人功不可没。不过，唐代还没有稳定的乡村士绅，以他们为主兴办公共事业还是比较少

见的。 

（六）保卫乡里 

《全唐文》卷 817 载有杨光《赤石楼隐难记》。文中记述了某乡保卫乡里的活动。某乡有赤石楼。中

和二年以来，屡被洞寇侵逼。而遂昌数县军马也不断前来骚扰。百姓深受其害。“乃有耆父河间郡俞强，

邀伴攀缘，登此楼顶。芟夷繁木，以创草庵。巧立层梯，而通行路。遂招乡邻老幼，共此逃形。”而且此

乡“有武都郡章承趣，年当少俊，英杰冠时，乡内钦依，众皆推让，蒙兵马司佥差，部领数百卫士，占护

家乡。各藏财泉于薮岩，共置军部于老竹。外都畏惧，不敢来侵。户口完全，耕稼无失。” 

《旧唐书》卷 140 载有张建封之父张阶事迹。传云其“少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反，令伪将李庭伟

率蕃兵胁下城邑，至鲁郡；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置于邮馆。阶率乡豪张贵、孙邑、段绛等集兵将杀之。” 



上述两例说明了中唐以后乡里保卫活动中，乡族势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只是由于乡族势力具有浓厚的

宗族背景，在很多时候以宗族武装的面目出现。 

  

三三三三、、、、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就唐代而言，村落的发展是唐代乡村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作为自然聚落，村是与城镇人口聚居区坊相

对的乡村百姓聚居区。凡是乡村的居民聚居点都称为村。随着唐政府在村落中设立村正，从南朝时村落就

已经具有的行政意义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唐代的村已具备了自然聚落和乡村行政单位双重意义，完成了行

政编制与自然聚落的合一。同时，村落居民大多以宗族为单位聚居。 

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控制制度有两种类型，一是地缘性的控制制度，以乡亭里、乡里、保甲等制度为

代表；二是血缘性的控制制度，以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族共同体为代表。［6］（P457－487）总的说来，乡

村社会控制的实现是国家基层行政组织与乡村宗族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过以上对乡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作用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在唐代，由于乡族势力根植于乡村，

所以他们关注着乡村社会的全部生活；又由于乡族势力是政府基层行政与地方宗族的混合体，国家通过这

些乡村领袖即完成了国家基层行政组织与乡村宗族组织共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 

当然，对唐代乡村社会控制问题的考察还要考虑两个背景： 

一是要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发。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里组织与宗族组织两者对乡村社会的

影响力与控制力不尽相同。总体上说，在唐前期，乡里组织控制社会的力量更强大一些。这是和唐初期国

家政治力量强大相适应的。立国之初，唐政府延续了打击乡村豪强大族的政策，足以影响乡村的宗族组织

还未建立，乡里组织控制严格。乡族势力不得不放松对地方社会支配权力的争夺。唐代后期，随着而国家

中央政权的弱化，乡里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有下降的趋势。而村落自身功能不断增强的同时，以村落



为背景的乡族势力亦在加强，这一点在唐末五代表现得最为明显。此时的村落领袖一般为乡村富户，实力

更强。社会生活中乡族势力的作用再次显现出来。 

二是要考虑村落居民的家族构成。唐代村落存在宗族聚居与杂姓聚居两种类型。一般而言，家族村落

表现为宗族势力强大。如在单姓村中，由于村落居民大都属于同一家族，家族的族长就是村落的当然领袖。

家族的性格就是村落的性格。双姓村中往往在村务中表现出亲族势力的宗派性。而在异姓杂居的村落中，

由于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宗族，乡里组织对村落的影响力要相对强大。 

（原文刊于《中国农史》2010 年第 1 期，注释、参考文献等参见纸媒原刊） 

 

 


